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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鄂伦春族和汉族的高中生为被试, 采用简单存储任务和复杂广度任务, 并且引入材料复杂性变量, 考

察鄂伦春族和汉族的高中生在视空间工作记忆能力上的差异, 探讨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对视空间工作记忆能力的

影响。结果表明, 鄂伦春族学生在 4 个视空间工作记忆任务上的表现均显著好于汉族学生, 材料呈现的结构、数量

和路径均不影响鄂伦春族学生在视空间工作记忆能力上的优势。整个研究表明, 鄂伦春族千百年来的生态环境和

生产方式已经成为重要的生态变量, 影响其后代的视空间工作记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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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记忆是人类的高级认知活动。Baddeley 和 Hitch 

(1974)提出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的概念 , 认

为工作记忆不仅是对呈现项目的即时回忆, 还涉及

信息的保存和加工。工作记忆在高级认知中起着重

要作用, 并且与学生的学业成就息息相关, 是人类

认知过程的核心(Baddeley, 2003)。工作记忆具有语

音 环 路 (phonological loop) 、 视 空 间 记 忆 (visual- 

spatial working memory) 、 中 央 执 行 系 统 (central 

executive)和情景缓冲器(episodic buffer)4 个子系统

(Allen, Hitch, Mate & Baddeley, 2012; Baddeley, 

Allen & Hitch, 2011)。视空间工作记忆接受并且加

工来自感觉记忆或长时记忆的信息, 并且将加工后

的信息用于空间定向、空间运动、心理想象和绘画

等复杂活动。 

视空间工作记忆最初被看作是一个单一的系

统(Baddeley, &Hitch, 1974; Baddeley, 2003)。之后, 

研究证明了视客体记忆和空间记忆的可分离性, 并

且得到了神经心理学研究和发展心理学研究的支

持(Hamilton, Coates & Heffernan, 2003; Lanfranchi, 

Cornoldi & Vianello, 2004; Nee et al., 2013) 。

Mammarella, Pazzaglia 和 Cornoldi (2008)以小学生

为被试, 采用结构方程拟合工作记忆模型, 发现测

量视空间工作记忆的结构应该选择不同的简单存

储任务和复杂广度任务, 简单存储任务分为视觉任

务、同时性空间任务和继时性空间任务, 复杂广度

任务要求被试同时记忆和加工视空间信息。信息的

内容形式和注意控制的参与程度是视空间工作记

忆 类 型 区 分 的 主 要 依 据 。 Mammarella, Borella, 

Pastore 和 Pazzaglia (2013)以成人为被试, 证实视觉

任务、同时性空间任务、继时性空间任务和复杂广

度任务能够最好地拟合视空间工作记忆模型。 
视空间工作记忆能力的差异是该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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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点 。 研 究 者 探 讨 了 年 龄 (Brown, 2016) 、 性 别

(Hamilton, Coates & Heffernan, 2003)、生理因素

(Lanfranchi, Cornoldi & Vianello, 2004; Milligan & 

Cockcroft, 2017)、语言能力(Blom, Boerma, Bosma, 

Cornips & Everaert, 2017)、认知方式(李寿欣, 周颖

萍, 2006)等对视空间工作记忆能力的影响, 但生态

环境、生产方式和民族文化对视空间记忆的影响 

也不容忽视。研究表明, 生态环境、生产方式和民

族文化影响认知方式和场景知觉 (McKone et al., 

2010; Nisbett & Cohen, 1996; Nisbett, Peng, Choi, 

&Norenzayan, 2001; Oishi &Talhelm, 2012; 乔艳阳, 

张积家, 2015; Sharon, Yumi, Carol, Alicia, & Richard, 

2009; Talhelm et al., 2014)。那么, 生态环境和生产

方式以及由此衍生的文化是否影响人的视空间工

作记忆能力？ 

生态环境对人类心理的影响表现在方方面面

(武雪婷, 金一波, 2008)。人类通过与环境的互动把

生态环境因素纳入认知结构中, 决定了在不同生态

环境下的群体对于世界有不同的认知。生态环境制

约着生产方式, 然后又与生产方式一起, 影响着人

的认知结构, 形成了民族特有的认知结构。民族认

知结构又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对年轻一代认知

世界起着引导与制约作用。Linnell, Caparos, de 

Fockert 和 Davidoff (2013)对比了生活在草原和城

市的辛巴族人的注意及工作记忆能力, 发现城市辛

巴族人的工作记忆能力更好, 但在空间注意中却表

现出了去中心化的加工, 而留守草原的辛巴族人仍

然能够更多地关注目标。Uskul, Kitayama 和 Nisbett 

(2008)发现, 强调依存型社会取向的农民和渔夫比

强调独立型社会取向的猎人表现出更明显的整体

型加工方式：在分类中, 农民和渔夫更倾向于基于

关系的分类, 而猎人却更倾向于基于规则的分类。

Talhelm 等人(2014)提出了“大米理论”, 认为中国的

北方和南方在环境、气候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导

致了不同的农作物种植史。与来自小麦种植区的人

相比, 来自水稻种植区的人采取更整体的思维方式, 

行事更加具有集体主义的特点。 

文化是人类特有的进化形态 , 与认知密切相

关。文化与认知互为视角, 既可以从认知的角度来

研究文化, 又可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认知(吴晓燕, 

陈忠华, 2007)。民族认知与民族文化关系密切。民

族文化影响民族认知, 民族认知又成为民族文化的

一部分, 影响着民族文化的形成。汪洪、陆志勇、

王文富和刘诗翔(2005)证实, 文化程度影响人脑的

认知功能。杨红升(2007)总结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

区的研究 , 发现文化不仅影响感知觉 , 也影响记

忆、思维。在跨文化研究中, 自变量主要集中在生

态环境、生产方式、民族文化、社会结构和教育等

因素上(邵华, 2012)。 

来自进化论、心理学、语言学和认知人类学的

证据表明, 文化影响认知不表现为领域普遍性, 而

是表现为领域特定性。特定的文化促进了相关能力

的发展(吴晓燕, 陈忠华, 2007)。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 我国心理学家探讨了生态环境和文化对民族认

知的影响, 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例如, 傅金

芝、周文、李鹏和冯涛(1999)发现, 生态环境、生

产方式和文化影响民族的认知方式; 郑雪和陈中永

(1995)发现, 生态环境、生产方式决定的食物存贮

程度、社会结构的紧密性、社会化倾向性和现代化

影 响 人 的 认 知 操 作 和 认 知 方 式 ; 郑 雪 和 陈 中 永

(1996)发现, 狩猎和城市的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对

人施加了一种生态压力, 促使抽象型认知方式的形

成; 在捕鱼、游牧和农耕的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的

作用下, 个体倾向于具体型的认知方式。谢书书、

张积家、林娜、和秀梅和肖二平(2008)发现, 颜色

文化影响彝族、白族、纳西族和汉族大学生对黑与

白的知觉与再认。 

处于不同生态环境中的人, 采用不同的生产方

式, 有着不同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经验, 其记忆会受

生态环境、生产方式影响, 从而会表现出独特性。

由于无文字可供记录和储存信息, 非文明社会的人

往往发展出较强的记忆力。例如, 许多没有本民族

文字的民族往往都通过代际之间的口述传递来保

留本民族的历史。即使在大学生中, 也发现了记忆

力的文化差异。文化对记忆的影响表现在很多方面, 

从对特定材料的记忆(Ross & Miller, 1970)、序列位

置效应 (杨红升 , 2007)、自传体记忆的获得年龄

(Mullen, 1994)到自我参照效应(朱滢, 张力, 2001)

和群体参照效应(杨红升, 黄希庭, 2007)等, 都存在

着非常显著的文化差异。 

本研究探查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对视空间记

忆能力的影响, 选择在生态环境与生产方式上非常

有特色的鄂伦春族为研究对象。鄂伦春族是我国人

口少的少数民族之一 , 分布在内蒙古和黑龙江两

省。2010 年, 鄂伦春族的人口为 8659 人。鄂伦春

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 没有

本民族的文字(关红英, 王丙珍, 关小云, 2014)。鄂

伦春人世代以游猎为主, 以捕鱼、采集与家庭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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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为辅。直到 2001 年, 鄂伦春族的猎民才最后放下

了猎枪。这种渔猎经济在全国处于原始社会形态的

少数民族中也是少见的。渔猎经济的存在与生态环

境分不开。鄂伦春族是森林民族, 他们游猎于大、

小兴安岭地区。在这里, 90%以上的土地为森林所

覆盖, 有 500 多种植物。大片的森林不但为种类繁

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和繁殖场所, 也为食草动

物和食肉动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这里有珍禽异兽

50 多种(孟和, 何文柱, 关红英, 2016)。在长期的狩

猎、采集实践中, 鄂伦春族掌握了狩猎采集的知识、

技能和方法, 了解了野生动植物的习性, 熟悉了山

川、河流 , 练就了百发百中的枪法 , 被称为大兴  

安岭地区的“猎神”。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 国外的

人类学家就对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民族如 Kung 

Bushman 人、Eskimo 人和澳洲 Aborigines 人做了

调查; 我国的人类学家也对采集、狩猎的赫哲人、

苦聪人、鄂温克人和鄂伦春人等发表了调研报告

(庄孔韶, 2006)。但是, 研究者大多是从人类学的角

度进行调研, 心理学研究寥寥无几。选择鄂伦春族

作为研究对象, 并且与在生态环境与生产方式上与

之相差巨大的汉族作比较, 可以凸显生态环境与生

产方式的作用。研究假设是：与汉族人相比, 鄂伦

春族人在独特的生态环境下产生了独特的生产方

式和民族文化, 会对其视空间工作记忆能力产生积

极的影响。 

2  实验 1：鄂伦春族学生和汉族学
生的视觉空间工作记忆差异 

2.1  被试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的 62

名高中生, 年龄为 16~18 岁(M = 17, SD = 0.83)。鄂

伦春族学生 32 人(男 14 名, 女 18 名), 汉族学生 30

人(男 12 名, 女 18 名)。被试均来自同一所民族中

学, 学习和生活的环境相似, 在相同的班级里学习, 

学习成绩在班级处于中等水平。实验前一学期的期

末考试成绩：鄂伦春族学生的语文成绩：M = 77.84, 

SD = 15.35; 汉族学生的语文成绩：M = 81.97, SD = 

11.57。鄂伦春族学生的数学成绩：M = 48.47, SD = 

13.67; 汉族学生的数学成绩：M = 50.60, SD = 

15.88。t 检验表明, t 语文(60) = 1.19, p > 0.05, t 数学(60) = 

0.57, p > 0.05。被试的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鄂伦

春族学生与汉族学生的语言背景相同 , 均为单语

者。鄂伦春族学生不会讲也听不懂母语 , 他们的  

第一语言为汉语, 能够流利地讲普通话和阅读中文

书籍。 

2.2  程序与计分方法 

同时考虑视空间任务的呈现形式和注意控制

的需求。选择不同呈现形式的简单存储任务和复杂

广度任务。简单存储任务区分为客体工作记忆任务

(记忆不规则图形)、同时性空间任务(记忆同时呈现

的空间位置)、继时性空间任务(回忆一系列空间位

置的顺序)。复杂广度任务要求被试同时记忆和加

工视空间信息。参考国外研究(Mammarella, Borella, 

Pastore, & Pazzaglia, 2013; Mammarella, Pazzaglia, 

& Cornoldi, 2008; Miyake et al., 2000)的做法, 在每

一实验中, 任务的广度水平依次递增, 最低为 2 个

刺激。在每一广度下有 3 次测试, 不能够通过同一

广度水平的两次测试, 实验终止。如果被试能够成

功地通过 3 次测试中的两次, 增加一个广度水平。

在每一实验开始之前, 练习 3 次, 练习图形的数量

为 2。 

实验在隔音、隔光的实验室内进行。被试完成

4 个视空间工作记忆实验, 顺序采用拉丁方方式平

衡。为了消除疲劳误差, 被试每完成 2 个实验, 休

息 2~3 分钟。全部实验约需要 1 小时。在计分时, 对

每一任务, 对每一广度水平赋予相应的分值, 如广

度水平为 2, 则记 2 分, 广度水平为 3, 则记 3 分。

最终的评分为被试达到的最高广度水平下正确的 3

个项目的分数之和。例如, 被试最后答对的 3 个项

目为 2 个 3 广度水平, 1 个 4 广度水平, 则总分记为

3+3+4 = 10。 

2.3  仪器 

4 个任务均在单被试实验室内进行, 采用 E- 

Prime 2.0 软件编程, 采用 LENOVO 计算机随机呈

现刺激, 显示器为 17 英寸彩色液晶屏幕, 屏幕分辨

率为 1024 ×768, 刷新率为 60 Hz。屏幕的背景为白

色。眼睛与屏幕中心的距离约为 60 cm。数据采用

SPSS 18.0 统计分析(下同)。 

2.4  设计与任务 

2(民族：鄂伦春族/汉族)×4(实验任务：客体工

作记忆任务/同时性空间任务/继时性空间任务/复

杂广度任务)混合设计。其中, 民族是被试间变量, 

实验任务是被试内变量, 因变量为被试在 4 个视空

间记忆任务上的成绩。 

2.4.1  客体工作记忆任务 

首先在屏幕中央呈现注视点“+”1500 ms, 接着

在注视点位置依次呈现 2~9 个不规则图形, 图形呈

现顺序随机化, 同一广度下无重复图形出现。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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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图形为黑色, 大小 2 cm × 2 cm。备选图形如图 1。

每一图形呈现 1000 ms, 空屏 500 ms, 要求被试努

力记住每一图形的形状。图形呈现完毕后, 在屏幕

中央呈现一个由 4×4 个不规则图形构成的矩阵, 要

求被试用鼠标将刚记忆过的不规则图形选择出来。

在矩阵中, 每一图形的大小为 2 cm × 2 cm, 图形之

间间隔 0.5 cm, 矩阵的空间范围为 9.5 cm × 9.5 cm。

在每一广度下, 不规则图形在矩阵中的位置均不相

同, 以避免被试产生特殊记忆。 

 

 
 

图 1  不规则图形 

 
2.4.2  同时性空间任务 

首先在屏幕中央呈现注视点“+”1000 ms, 接着

在注视点位置呈现一个 5×5 方格矩阵, 在 25 个方

格矩阵中随机同时呈现不同数量的红色圆点(从 2

个到 19 个逐渐递增), 呈现时间为 2000 ms, 红色圆

点的呈现顺序避免产生特殊形状, 被试难于进行知

觉组织。要求被试努力记住圆点的呈现位置, 1000 ms

的空屏之后, 再呈现空的方格矩阵, 要求被试用鼠

标选择出之前记忆的圆点位置。 

2.4.3  继时性空间任务 

采用 Corsi 积木测验。用计算机呈现, 以黑边

的白色立方体(1 cm × 1 cm × 1 cm)代替积木。首先

呈现注视点“+”1000 ms, 接着在注视点位置呈现一

个 5×5 方格矩阵, 被试点击屏幕下方的“开始”按钮

后, 不同数量的白色立方体以每个 1000 ms 的速度

依次变黑, 数量从 2 个到 19 个逐渐递增, 呈现完毕

后, 被试用鼠标按顺序依次点击刚才变黑的若干立

方体。操作完成后, 根据屏幕下方的提示点击“开

始”按钮, 进行另一顺序测试。目标立方体前后顺序

之间产生的空间位置没有形成清晰结构, 被试难于

进行知觉组织。 

2.4.4  复杂广度任务 

复杂广度任务要求被试同时记忆和加工视空

间信息。材料为不同旋转角度的字母 R, 包括正像

和镜像各一半, 每一字母 R 有 7 个旋转角度, 即顺

时针偏离向上位置 45、90、135、180、225、270、

315, 共有 14 个刺激, 大小均为 2 cm × 2 cm。实验

程序为, 首先在屏幕中央呈现注视点“+” 1000 ms, 

接着在注视点位置呈现一个旋转一定角度的字母

R, 时间 1500 ms, 被试要尽快地判断字母是正像还

是镜像, 如果是正像, 按 F 键, 如果是镜像, 按 J

键。半数被试的按键方式按此规定, 半数被试的按

键方式相反。被试在判断的同时要记住字母旋转的

角度。被试最长有 3000 ms 来反应, 之后, 黑屏

500 ms, 接着呈现第二幅旋转到一定角度的字母。

字母呈现广度从 2 个逐渐递增到 9 个。一个广度系

列的字母呈现结束后, 在屏幕中央呈现一个米字格, 

代表不同的方向 , 要求被试用鼠标在米字格上依 

次选出在此广度水平下每一字母的旋转角度(如图

2)。在同一广度下, 字母随机呈现, 没有重复的角

度出现。 

 

 
 

图 2  复杂广度任务示意图 

 
2.5  结果与分析 

实验结果见图 3。 

 

 
 

图 3  被试在 4 项任务上的成绩 

 
2(民族)×4(任务类型)混合方差分析表明, 民族

的主效应显著, F(1, 60) = 28.89, p < 0.001, ηp
2 = 

0.33。鄂伦春族学生的成绩显著好于汉族学生。任

务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3, 180) = 158.20, p < 0.001, 

ηp
2 = 0.73。事后检验(Bonferroni)发现, 同时性空间

任务的成绩(M = 22.63)显著高于其他任务 , ps < 

0.001; 继时性空间任务的成绩(M = 17.32)显著高

于客体工作记忆任务(M = 10.48)和复杂广度任务

(M = 9.03), ps < 0.001; 客体工作记忆任务的成绩

显著高于复杂广度任务, p < 0.01。民族与任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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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3, 180) = 0.62, p > 0.05。 

相关分析显示, 同时性空间任务与继时性空间

任务的成绩相关显著, r = 0.40, p < 0.01, 说明两个

任务具有相似性, 但因为空间位置继时呈现时需要

被试在头脑中对先前呈现位置保持一段时间, 所以

相对于同时性空间任务, 继时性空间任务对注意的

要求更高。客体工作记忆任务与同时性空间任务的

成绩相关为 0.07, 与继时性空间任务的成绩相关为

0.23, 与复杂广度任务的成绩相关为 0.20, 同时性

空间任务与复杂广度任务的成绩相关为 0.16, 继时

性空间任务与复杂广度任务的成绩相关为 0.15, 均

不显著, ps > 0.05。这说明, 客体工作记忆任务、空

间任务和复杂广度任务分别测查视空间工作记忆

的不同方面。 

实验 1 同时考虑视空间任务的形式和注意控制

的需求, 选择 3 个简单存储任务和 1 个复杂广度任

务, 发现鄂伦春族学生在 4 个任务上的表现均好于

汉族学生, 表现出明显的优势。这种优势能否推广

到更加生态化的任务中？鄂伦春族生活在原始森

林中 , 那里林木茂密 , 地形复杂 , 视线所及事物 , 

既有结构的复杂性, 也有数量的复杂性和路径的复

杂性。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生活, 需要人具有高超

的视空间工作记忆能力。这种能力可以使鄂伦春族

人在复杂的视空间工作记忆任务中更显示出优势。

生活经验也表明, 鄂伦春人在森林中行走从不迷路, 

在大兴安岭地区修路时 , 他们往往充当向导 , 是

“活地图”。因此, 参照 Kessels 等人(2000)和李寿欣

和周颖萍(2006)的范式 , 实验 2 采用计算机呈现

Corsi 积木点击任务 , 引入了材料复杂性的变量 , 

探讨结构复杂性、数量复杂性和路径复杂性是否影

响鄂伦春族的视空间工作记忆能力的优势。 

3  实验 2：材料复杂性对鄂伦春族
学生和汉族学生视空间工作记忆
的影响 

3.1  实验 2a：结构复杂性和数量复杂性对鄂伦

春族学生和汉族学生视空间工作记忆能力

的影响 

3.1.1  被试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的 60

名高中生。年龄为 16~18 岁(M = 17, SD = 0.79)。鄂

伦春族学生 30 人(男 12 名, 女 18 名), 汉族学生 30

人(男 12 名, 女 18 名)。被试的其他方面信息基本

上同实验 1, 未参加实验 1。 

3.1.2  设计 

2 (民族：鄂伦春族/汉族)×2 (结构复杂性：矩

阵/随机)×2 (数量复杂性：低数量/高数量)混合设

计。其中, 民族是被试间因素, 结构复杂性和数量

复杂性为被试内因素。因变量为被试的视空间工作

记忆广度, 即被试能够正确记忆的最大空间顺序。 

3.1.3  材料及仪器 

材料是将经典的 Corsi 积木点击任务设计成计

算机程序, 用黑边的白色立方体(1 cm × 1 cm × 1 cm)

代替积木, 呈现在白色背景下。数量复杂性分为低

数量和高数量, 在低数量条件下显示 9 块立方体, 

在高数量条件下显示 16 块立方体。结构复杂性分

为矩阵和随机 , 矩阵是指所呈现的立方体形成了

3×3 或 4×4 的矩阵(见图 4a), 随机是指所呈现的立

方体随机分布(见图 4b)。实验在单被试实验室内进

行, 实验仪器同实验 1。 
 

 
 

图 4  高数量条件下不同结构复杂性的立方体 
(注：实验时图中编号不显示) 

 

3.1.4  程序 

实验有 4 种条件：低数量矩阵、低数量随机、

高数量矩阵、高数量随机。被试分别接受 4 种处理, 

顺序按拉丁方方式平衡。实验开始后, 在低数量矩

阵下, 首先呈现注视点“+”1000 ms, 接着在注视点

位置呈现 3×3 的方格矩阵, 被试点击屏幕下方的

“开 始 ”按 钮 后 ,  不 同 数 量 的 白 色 立 方 体 以 每 个

1000 ms 速度依次变成黑色, 改变颜色的立方体数

量从 2 个逐渐递增到 9 个。呈现完毕后, 被试立即

用鼠标按顺序依次点击刚才改变颜色的立方体。操

作完成后, 被试根据屏幕下方的提示点击“开始”按

钮, 进行另一顺序的测试。前后目标立方体的空间

位置未形成清晰的结构, 被试难于进行知觉组织。

其他实验条件的程序相同。程序采用自我终止的原

则, 即在测验中增加记忆负荷直到被试不能立即准

确地重复记忆信息。顺序长度从 2 开始, 最多为 9

个刺激。在每一广度下有 3 次测试, 在每次测试中 

立方体变黑的顺序都不同。如果被试通过了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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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次测试, 顺序长度增加 1, 被试继续进行广度为 4

的测试, 依此类推。如果被试不能够通过每一广度

中的 2 次测试, 计算机提示被试终止实验。在实验

前, 被试用广度为 2 的 3 次测试进行了练习。 

3.1.5  结果与分析 

实验结果见图 5。 

 

 
 

图 5  被试在不同条件下的视空间工作记忆广度 

 
2 (民族)×2 (结构复杂性)×2 (数量复杂性)混合

设计的方差分析表明, 民族的主效应显著, F(1, 58) = 

15.29, p < 0.001, ηp
2 = 0.20。鄂伦春族学生的记忆容

量(M = 6.27)显著高于汉族学生(M = 5.58)。结构复

杂性的主效应显著, F(1, 58) = 5.35, p < 0.05, ηp
2 = 

0.08。在矩阵条件下的工作记忆广度(M = 6.06)显著

高于在随机情境下(M = 5.80)。数量复杂性的主效

应显著, F(1, 58) = 26.05, p < 0.001, ηp
2 = 0.30。在低

数量条件下的工作记忆广度(M = 6.17)显著高于在

高数量条件下(M = 5.68)。各种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ps > 0.05。 

因此, 鄂伦春族学生和汉族学生均存在着视空

间工作记忆广度的结构复杂性和数量复杂性效应, 

与随机模式相比 , 被试对木块的规则位置记忆好 , 

随着木块数量增加, 记忆广度变低。这是因为与随

机情境比 , 在结构情境中 , 木块按矩阵形式排列 , 

提供了良好的结构性信息 , 便于被试知觉。并且 , 

当呈现的积木数量少时, 每一块积木在屏幕上的位

置清楚而且明确 , 目标积木和其它积木具有很大 

的区分性, 加工的信息少, 被试具有更多的能量用

于主动复述目标积木, 记忆成绩便相应提高。随着

积木数量增加, 每一块积木的位置模糊, 被试必须

更准确地对目标位置进行编码 , 加工的信息明显 

多, 记忆成绩也随之降低。但在 4 种条件下, 鄂伦

春族学生的视空间工作记忆广度均显著优于汉族

学生。 

3.2  实验 2b：路径复杂性对鄂伦春族学生和汉

族学生视空间工作记忆的影响 

3.2.1  被试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 60 名

高中生。年龄为 16~18 岁(M = 17, SD = 0.79)。鄂伦

春族 30 人(男生 12 名, 女生 18 名), 汉族 30 人(男

生 12 名, 女生 18 名)。被试的其他信息基本上同实

验 1, 未参加实验 1 和实验 2a。 

3.2.2  设计 

2 (民族：鄂伦春/汉族)×2 (路径复杂性：简单/

复杂)混合设计。其中, 民族是被试间因素, 路径复

杂性为被试内因素。因变量为被试的视空间工作记

忆广度。 

3.2.3  材料及仪器 

材料是将经典的 Corsi 积木点击任务设计成计

算机程序, 用黑边的白色立方体(1 cm × 1 cm × 1 cm)

代替积木, 有 25 块立方体, 按 5×5 矩阵形式在屏幕

中央的白色背景中呈现。木块的移动路径具有对

称、连续和重复等特征构成刺激的冗余度。对称是

指箭头运动产生的空间模式在水平方向、垂直方向

或矩阵的 45°轴上对称; 连续是指目标立方体形成

的路径没有交叉; 重复是指箭头运动顺序的一部分

是否转换位置。路径复杂性由刺激的冗余度确定。

如果刺激的一部分可以由其它部分预测, 就说明该

刺激具有冗余性, 路径的复杂性低。简单路径指目

标立方体之间存在简单的空间构形, 被试较容易进

行知觉组织, 至少包含一个冗余性刺激(图 6a); 复

杂路径是指目标立方体间存在复杂的空间构形, 被

试难于进行知觉组织 , 不包含冗余性的刺激 (图

6b)。实验在单被试实验室内进行, 实验仪器同实 

验 1。 

 

 
 

图 6  简单路径和复杂路径的立方体 

 
3.2.4  程序 

被试分别接受简单路径和复杂路径两种实验

处理, 顺序在被试间平衡。实验开始后, 首先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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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视点“+”1000 ms, 接着在注视点位置呈现一个

5×5 的方格矩阵, 被试点击屏幕下方的“开始”按钮

后, 不同数量的白色立方体以每个 1000 ms 速度依

次变成黑色, 改变颜色的立方体数量从 2 个到 9 个

逐渐递增。呈现完毕后, 被试用鼠标按顺序依次点

击刚才改变颜色的若干立方体。操作完成后, 被试

根据屏幕下方的提示点击“开始”按钮, 进行另一顺

序的测试。程序采用自我终止原则, 即在测验中增

加记忆负荷直到被试不能够立即准确重复记忆信

息。顺序长度从 2 开始, 最多为 9 个刺激。每一广

度下有 3 次测试, 每次测试中立方体变成黑色的顺

序不同。如果被试通过了其中 2 次测试, 顺序长度

增加 1, 被试可以继续进行广度为 4 的测试, 依此

类推; 如果被试不能通过每一广度中的 2 次测试, 

计算机提示终止实验。被试首先进行了练习, 练习

为广度为 2 的 3 次测试。 

3.2.5  结果与分析 

实验结果见图 7。 

 

 
 

图 7  被试在简单路径和复杂路径条件下的视空间工作

记忆广度 

 
2 (民族)×2 (路径复杂性)混合方差分析表明, 

民族的主效应显著, F(1, 58) = 8.53, p = 0.005, ηp
2 = 

0.13。鄂伦春族学生的工作记忆广度(M = 5.42)显著

高于汉族学生(M = 4.84)。路径复杂性的主效应显

著, F(1, 58) = 13.12, p = 0.001, ηp
2 = 0.18。在简单路

径条件下的工作记忆广度(M = 5.38)显著高于在复

杂路径情境下(M = 4.87)。民族与路径复杂性的交

互作用不显著, p > 0.05。 

因此, 鄂伦春学生和汉族学生均存在着路径复

杂性效应, 其记忆成绩依赖于路径的空间构形, 对

简单路径的记忆好于对复杂路径的记忆。由于不同

的数字顺序, 使目标木块产生了不同路径, 即空间

构形。在简单路径中, 前后顺序的目标积木之间产

生的空间构形具有冗余度, 存在明显的结构, 便于

被试知觉。在复杂路径中, 前后顺序的目标积木之

间产生的空间构形缺乏清晰的结构 , 被试难于知

觉。但是, 无论是简单路径还是复杂路径, 鄂伦春族

学生的视空间工作记忆能力均显著好于汉族学生。 

4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对视空间

工作记忆能力的影响。以鄂伦春族和汉族的高中生

为被试, 采用简单存储任务和复杂广度任务, 并引

入了材料复杂性的变量, 考察鄂伦春族和汉族的高

中生在视空间工作记忆能力上的差异。结果表明, 

鄂伦春族学生在客体工作记忆任务、同时性空间任

务、继时性空间任务和复杂广度任务上表现均显 

著好于汉族学生, 材料呈现的结构、数量和路径均

不影响鄂伦春族学生在视空间工作记忆能力上的

优势。 

4.1  生态环境对鄂伦春族视空间工作记忆优势

的影响 

Berry (1967)的生态文化与行为理论(the model 

of ecology-culture-behavior)从生态、文化的视角看

待人类的行为, 认为生态压力是文化与行为的原动

力和模塑因素; 生态变量限制、强迫、滋养着文化

形式, 文化形式转而塑造人的行为。即, 一定的生

态环境导致一定的文化形态, 一定的生态和文化形

态共同塑造人, 使其产生了一定的行为方式。这种

行为方式使人能够更好地适应生态环境和文化, 甚

至影响和改变它们。这一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许多

研究发现。例如, Turnbull (1961)进入 Ituri 森林研究

俾格米人, 发现当地的居民不能够很好地判断远处

的物体, 他们未发展出知觉恒常性。这是因为俾格

米人生活在丛林中, 其居住地无开阔的景象, 他们

也从未见过远处的风景。远距离观察事物的能力对

他们来说没有必要。鄂伦春族人的视空间工作记忆

能力的优势也可以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解释。鄂伦

春族生活的大、小兴安岭地区森林植被茂密, 千姿

百态的植物群落汇集在这里。在原始森林中, 栖息

着各种走兽飞禽, 生长着许多野生植物, 河流、沼

泽 中 盛 产 着 各 种 鱼 类 ( 鄂 伦 春 自 治 旗 人 民 政 府 , 

2014)。因此, 在鄂伦春族的生态环境中, 具有复杂

的自然空间模式与丰富的自然生物模式。居住地的

生态环境制约着鄂伦春民族的认知结构取向。森林

环境和北方寒冷的生态压力要求鄂伦春人养成了

强的独立性和高水平的空间分析技能, 发展出良好

的视空间工作记忆能力。鄂伦春族被试是青少年学

生, 他们比其前辈受过更多的教育, 需要解决抽象

问题, 因而发展出良好的执行功能, 而执行功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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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空间工作记忆关系十分密切(Miyake et al., 2000; 

Miyake & Friedman, 2012)。总之, 森林环境赋予了

鄂伦春族以独特的认知世界的方式。自然适应约束

着鄂伦春族以符合环境需要的方式进行认知选择

与取向, 因而形成了特有的认知功能。 

4.2  生产方式是生态环境影响认知的中介因素 

生态环境对认知的影响以生产方式为中介。生

态环境与生产方式不同, 需要不同的技能, 因而造

成了认知能力的差异。依据人类生存所需要的食物

和生活资料的来源, 可以将生产方式分为游猎与采

集、游耕、游牧和精耕农业等。生态环境不同, 生

产方式不同, 文化习俗不同, 所发展出的记忆类型

也不同(董艳, 2006)。例如, 刺绣、剪纸、蜡染活动

需要人将花鸟鱼虫、自然景观、人物的表情举止、

劳动生活的场景等牢记在心, 因而发展出少数民族

同胞的出色的形象记忆力。猎人和牧民具有根据动

物气息辨别动物的种属、健康状况、行踪等独特的

本领。长期与动物打交道发展出游牧民族特有的嗅

觉记忆能力。在农业耕种和家畜饲养出现之前, 狩

猎–采集者曾经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但是, 随着耕

种和饲养的发展, 农牧业的地域也随之扩展。到了

20 世纪初, 游猎民族已经被挤压到不适合农耕和

放牧的狭小地带。在我国, 从事采集、狩猎生计的

民族包括赫哲人、苦聪人、鄂温克人和鄂伦春人(庄

孔韶, 2006)。森林、草原、河川、峡谷等构成的生

态环境, 决定了游猎–采集是鄂伦春族的生产方式, 

也决定了其社会结构、意识结构和生活习俗的特

点。由于特殊的生活环境影响、生计的要求或职业

的熏陶, 人们经常运用某种或几种感官对特定的对

象感知, 其智力组成也就具有独特的结构或特征。

对鄂伦春族而言, 良好的视空间记忆能力为狩猎、

采集活动所必需。一个好的猎手 , 一个高效率的  

采集者 , 需要具备丰富的地理知识和植物、动物  

的知识, 对山川地形、河流分支、动植物的种类能

够有效地区分和记忆。因此, 千百年来在森林中狩

猎、采集, 就造就了鄂伦春人特有的视空间记忆能

力。Gardner (2008)提出了“自然智力” (naturalist 

intelligence)的概念。自然智力是在自然界里认识动

植物和自然环境的能力, 如区分植物和动物, 辨识

地质特征和气候, 明确季节的变化, 辨识方向和磁

极。自然智力强的人, 在打猎、耕作和生物科学上

表现突出。显然 , 鄂伦春族具有高水平的自然智  

力, 而视空间工作记忆能力是自然智力的重要成分

之一。 

不同的生产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文化。人们在不

同的环境下以不同的方式创造文化, 并赋予文化以

不同的特点。文化又塑造人本身。马林诺夫斯基认

为, 文化具有功能。文化是一组工具, 其目的是满

足需要(费孝通, 1995)。每一种文化都具有指向性。

文化不同, 所造就的认知结构也不同。鄂伦春族直

到解放前夕仍然保持着以猎为主, 以捕鱼、采集和

家庭手工业为辅的猎业经济。鄂伦春族的视空间工

作记忆能力优势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在长期

的狩猎、采集实践中, 鄂伦春族发展出了狩猎–采集

智慧。他们精于狩猎, 被人称为“兴安猎神”。在狩

猎的同时, 他们也采集野菜、野果、植物块根、菌

类、药材、鸟蛋等(宋宝峰, 王艳梅, 陈胜前, 2008)。

总之, 通过千百年的实践, 鄂伦春族创造出了独特

的狩猎–采集文化, 发展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

意识, 具备了颇具特点的认知能力, 形成了独具一

格的生态文明。乔艳阳、张积家和李子健(2017)表

明, 经济因素对于民族文化及认知方式具有塑造作

用。鄂伦春族在近 60 年的定居生活中, 社会变化快, 

以至于个体要在生命周期中经历跨越式的巨大变

化, 但生态环境和传统生产方式对认知功能的影响

依然存在。 

探讨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对认知的影响, 是民

族学、人类学和心理学共同关心的话题。以往的鄂

伦春研究多采用田野调查、历史文献研究、跨文化

比较等途径进行。本研究通过实验法揭示出鄂伦春

族的视空间工作记忆优势, 验证了文化生态理论的

合理性。本研究表明, 生态环境、生产方式和民族

文化对视空间工作记忆能力具有重要影响, 说明记

忆既是生理事件, 也是文化事件。不同族群通过发

展自身的生理与行为特征, 通过生产行为与生态环

境发生适应性的互动, 使自身的需要与环境供给之

间达到了动态平衡。 

5  结论 

与汉族学生比较, 鄂伦春族学生具有明显的视

觉空间工作记忆能力优势。生态环境与生产方式是

影响视觉空间工作记忆能力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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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mode of production  
on the visual-spatial working memory of Oroq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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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rking memory refers to a system of temporary holding and manipulation of information during the 

performance of a range of cognitive tasks, such as comprehension, learning, and reasoning. According to 

Baddeley (1974), the architecture of working memory comprises four separated components, namely, 

phonological loop, visual-spatial working memory, central executive, and episodic buffer. The visual-spa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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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memory is involved in the temporary retention of visual-spatial information.  

The Oroqen is one of the oldest ethnic groups in northeast China. Most Oroqens live in the Oroqen 

Autonomous Banner in the Greater Hinggan Mountains. The area is bestowed with rich resources with a variety 

of wild animals. For generations, the Oroqens lived a life of hunting and fishing in the forests. They went on 

hunting expeditions in groups. Researchers explore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mode of production that 

affected the performance of cognition.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explore whether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which has formed the Oroqen’s hunting culture and hunting-gathering stage of economic production, affects 

their visual-spatial working memory. 

In Experiment 1, four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mode of production on the visuospatial working memory Oroqens. Oroqen (n = 32) and Han (n = 30) high 

school students performed simple storage and complex visual-spatial span tasks. Simple storage tasks were 

distinguished into three presentation formats: (i) visual, which involved maintaining irregular figures; (ii) 

spatial-sequential, which involved maintaining sequentially-presented locations; and (iii) spatial-simultaneous, 

which involved maintaining patterns of locations. The results proved that Oroqens performed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Hans in all the four visual-spatial working memory tasks. 

In Experiment 2, the Corsi block test presented in a computer was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structural, quantitative, and path complexity influenced the visual-spatial working memory of Oroqen (n = 30) 

and Han (n = 30) students. Results showed that superiority of the Oroqen on visual-spatial working memory still 

persisted when the memory materials differ in terms of difficulty. 

In summary,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mode of production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visual-spatial 

working memory. The Oroqen people’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raditional mode of production have become 

a genetic factor that may affect the visual-spatial working memory of their offspring. 

Key words  Oroqen nationalit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de of production; culture; visual-spatial working 

memory 

 

 


